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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仁学思想是对孔孟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展示了朱熹哲学的精髓所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
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公是仁底道理公”“公私区分君子小人”与“仁与公正”等三个方面彰显了朱熹仁学
视域中的公正思想的特殊含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与《尚书正义》和《礼记正义》有关
“公”“私”的阐释进行比较，有助于升华朱熹仁学思想的伦理道德价值意义，并从中发现对于当今社会可资借
鉴的精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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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思想历史渊源久远，在朱熹仁学视域中来考察其内涵，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通过
阅读大量文献，我们发现，朱熹对仁与公的阐释有其自身的特色，有别于各家，即使是朱熹十分
推崇的程颐，朱熹也表现出了与他明显的不同。陈来指出:“朱子强调以爱推仁，却与伊川强
调以公近仁的思想不同。”①陈来对于朱熹与程颐之间在仁与公认知上的差异可谓是入木三
分，触及到这一问题的本质。那么，朱熹在仁与公的论述上到底具有哪些特色，我们将一一加
以厘清，从中寻找并发现对于当今社会可资借鉴的伦理道德价值意义。
首先，我们要对“公”的含义作简单的梳理，特别是有关公的经学阐释。查阅文献发现，春
秋战国时期，荀子已经对其进行诠释，他说:“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
夸诞生惑。”②在荀子看来，社会公平正义能够塑造公民的良好道德情操，培育公民正确的价值
取向，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尚书·周官》曰:“以公灭
私，民其允怀。”③对此，孔颖达疏曰:“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灭己之私欲，则见下民其信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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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汝矣。”④在孔颖达看来，公平是法治的重要保障，而要达到公平的道德境界就必须荡除私
欲，只有这样，民众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领导并积极拥护政府，从而夯实政府的民意基
础，执政的合法性就不会受到质疑。在党和政府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当代社会中，《尚书正
义》所倡导的这种公平的思想无疑有巨大借鉴意义，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合理的养分，为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激发新的活力，为当代法制社会的建设提供富有启发性的精神资源。
在另一部儒家典籍《礼记》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⑤郑玄注曰:“公犹共
也。”⑥郑玄把“公”解释为“共”，突出了“公”与“私”的矛盾与对立。这种内在对峙与紧张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存理灭欲”的必要性，那就是为了达到“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让公正思想在
社会治理体系中得以贯彻实行，单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已经是付诸于道德感的
重建与升华，而不仅仅是偏重于知识化与虚伪化的倾向，这是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思想演进。
许慎在《说文解字》把公注释为:“平分也。从八，从厶。音司。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
公。’”⑦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许慎的这种解释基本上沿袭了《尚书正义》与《礼记正义》相
关阐述，没有什么新意。
一、“公是仁底道理”
朱熹在比较仁与公的时候，十分注意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说注重这种内在联系是
对的，这当然与宋代义理之学的发展有其必然联系，这也是宋代诠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据
《朱子语类》记载:
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⑧
无私以闲之则公，公则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碍，便成两截，须是打并了障塞，便滔滔
地去。⑨
公在前，恕在后，中间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⑩
或问仁与公之别。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后能公。”又曰:“仁是本有
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
则是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身上看，便见得仁也。”瑏瑡
公却是仁发处。无公，则仁行不得。瑏瑢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瑏瑣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仁自始至终处于道德本体论的位置，而公则是仁的外在体现，这种
体用关系贯穿着朱熹公正思想。在朱熹看来，爱是仁的情感诉求，公是仁的道德诉求，这种价
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朱熹仁学思想的深度与高度。在西方哲学思想体系中，朱熹的思
想比较接近于柏拉图，而与康德的思想则大相径庭。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仁与理在很多时候
具有相同的含义，这种含义带有明显的绝对性，过度强调客体对主体的决定作用，进而忽视了
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朱熹哲学在客观上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了某种阻碍作用。不可
否认的是，朱熹格物致知哲学却是有向外追求知识义理的内涵，这对于近现代以来，国人吸收
和消化西方科学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无疑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需要积极加以
肯定的。朱熹看到了公与私的这种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这种紧张的对峙在朱熹的哲学体
系中是司空见惯的，所以，朱熹认为，只有私欲涤荡已尽，仁爱与公正才能回归人间，内圣外王
的美好愿望才能变成现实。仁不可能唾手可得，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
个水滴石穿的漫长过程，这不仅需要拼劲，而且更需要韧劲。
朱熹的公正思想受到二程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朱熹的整个哲学体系来看，他更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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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兄弟中的程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朱熹是对程颐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朱熹的
理学思想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极为完备，发挥到了极致，把“二程”尤其是程颐的思想推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更好地把握朱熹的公正思想，我们有必要对二程的公正思想作扼
要的梳理。程颐说:“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瑏瑤程颐
认为，仁与私犹如一山难容二虎，是势不两立的关系，只有克尽私欲后才能恢复礼，仁的价值才
得以显现。二程认为:“仁者公也。”瑏瑥很明显，二程认为，仁就是公，正所谓:“仁者，天下之公，
善之本也。”瑏瑦程颐认为要把仁当成公字去思考，程颐说:“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常教他
将公字思量。”瑏瑧其实，朱熹在“仁等同于公”这一点上是不同于二程的，这正是朱熹与二程就
“仁”与“公”看法问题上的差异。朱熹已经意识到仁与公有很大的不同，公是仁的外在体现，
仁是体，公就是用，这种体用关系决定了公必然要从属于仁，这是显而易见的。朱熹指出:
“仁，将‘公’字体之。及乎脱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瑏瑨在这里，朱熹认为，公可以体验仁，
仁能够决定公的表现形式。就此，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与朱熹的默契度颇高，他说:“公者，人
之所以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为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
仁，固仁者必克己。克己则公，公则仁，仁则爱。”瑏瑩在这里，许衡不仅认为公是为仁之道，而且
指出了克己功夫对于去除私欲的必要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元代朱熹仁学思想影响仍然
很大，成了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几乎主导了元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到了明代，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学界对仁与公的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王阳明说:“心即理也。无私心，即
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瑐瑠这里，王阳明以“当理”与“不当
理”作为标准来判定有无私心，明显地打上了深深的心学烙印，这与王阳明的为学路向是有很
大关系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种哲学思想与其它派别思想发生碰撞时所呈现的动态变化。
蔡仁厚指出:“‘仁体事无不在’，就仁心而言，是感通、遍润一切而不遗;就仁道而言，则是
显现、遍成一切而不遗。”瑐瑡有趣的是朱熹还把仁、公、恕放在一起讨论，据《朱子语类》记载: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强底是恕;无计较、无睹当底是仁，有计较、有睹
当底是恕。瑐瑢
朱熹认为，仁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明觉的心理状态，而且这种心理所呈现的积极反应就是不
会斤斤计较，能够以一种正常的心态来面对眼前的成败得失。与之相对的恕却呈现出一种别
样的心态，那就是遇事不能随机应变，而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少了几分天真本然，这是令人
遗憾的地方。朱熹进而指出:
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敬不可谓之中，但敬而无失便是中。瑐瑣
做到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瑐瑤
在这里，朱熹强调廓然大公便是仁，要达到仁的境界无私欲是前提，只有把私欲去除干净，
天理才能流行，这样朱熹又把天理拉进来了，在这一点上，张栻和朱熹走得很近，他们几乎没有
分歧，“克己复礼为仁”是他们同样的道德追求。张栻说:“是以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则
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爱之理无所蔽，则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其用
无不周亦。”瑐瑥二程往往把公和天理看成是一回事，认为私欲和天理是相对立的，二程说:“天理
无私，一入于私，虽欲善其言行，皆非礼。”瑐瑦尽管这样，朱熹丝毫也没有否认人的合理正当欲望
的意思，朱熹指出:“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尔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
者，学者所当深戒也。”瑐瑧显然，朱熹看到了合理人欲的一面，也注意到欲的恰到好处，也就是要
把握一个度，否则就会失去本心。为了阐释清楚这个问题，朱熹还进一步指出:“盖天理者，此
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心私而且邪”瑐瑨这里，朱熹不
仅强调了区分天理人欲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天理人欲和“仁与公”之间的关系，价值取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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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显，是非界限十分清晰。
二、“公私区分君子小人”
李承贵曾对宋明理学的公私观作了细腻的阐释:“与早期公私观比较，宋明理学对于公私
的理解有所继承也有所变化。他们依然关注‘公’、‘私’的对立，尚‘公’去‘私’。但‘公’
‘私’意义有所变化，公正之‘公’，转换为公利之‘公’;偏袒之‘私’，转换为个人私利。”瑐瑩李承
贵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公与私作了极其精当的分析，指出了公私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相
应的改变。在先秦时期，孔子对公私作了明确界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瑑瑠宋代经学家
邢昺对孔夫子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则晓于仁义，小人则晓于财利。”瑑瑡邢昺注意到了区分君
子与小人的价值尺度，那就是君子重义轻利，小人则与此相反。朱熹说:“喻，犹晓也。义者，
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瑑瑢很显然，朱熹从以是否符合“天理”的要求，作为区分君子
小人基本价值准则，这种以天理作为唯一判断准则其针对性十分明显，契合了时代的要求。当
代学者余英时把这句话解释为:“君子以公为心，故喻于义，小人以私为念，故喻于利。孟子、
董仲舒以致宋大儒都继承并发挥这一说法。”瑑瑣通过对孔夫子这句话的阐释的比较，我们对公
私区分君子小人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胡适对君子与小人有一番独到论述，他说:“君子虽
未必能尽人道，但是小人决不是尽人道的人。”瑑瑤胡适又说:“后来封建社会破坏，君子小人区
别，也渐渐由社会阶级的区别，变为个人品格的区别。”瑑瑥程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一种大公之
心，他指出:“夫同人者，天下大同之道，则圣贤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昵
比之情耳。”瑑瑦程颐强调:“小人则唯用其私意，所比者虽非亦同，所恶者虽是亦异，故其所同者
则为阿党，盖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贞正。”瑑瑧这里，程颐认为小人携私心自重，
容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能对客观世界有实事求是的判断，这种价值观决定了其精神世界
的迷茫。
朱熹是沿着程颐的公私观这条路线走下去的，孜孜不倦，穷其一生发展出了一套极其完备
的理学思想体系，并以这种思想体系的标准鉴定公与私，严格区分君子与小人。据《朱子语
类》记载:
问:“注，周言‘普遍’，岂‘泛爱众而亲仁’之意欤?”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
自是周遍，好恶爱憎，一本于公。小人惟偏比阿党而已。”瑑瑨
问:“注云:‘君子小人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何谓毫厘之差?”曰:“君
子也是如此亲爱，小人也是如此亲爱;君子公，小人私。”瑑瑩
徐问“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则遍及天下，比则昵于亲爱之间。”又问:“‘忠信为
周，阿党为比’，如何?”曰:“忠信为周，只缘左传‘周爰咨’，指作忠信，后人遂将来妄解，最
无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辅也。原筮元永贞，无咎。’则比都是好。大抵比
于君子则为善，比于小人则为恶，须是看圣人说处本意如何。据此‘周而不比，比而不
周’，只是公私。”瑒瑠
从这三段文本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朱熹对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是公与私，并提出了君
子的爱是出于公心，而小人的爱是出于私心，君子是博爱，小人是自私的爱，这两种“爱”的含
义截然不同。其实，在朱熹看来，君子与小人不仅在人格上有高低之分，而且在精神层面也相
形见绌，这种捉襟见肘的尴尬源于对天理的怀疑乃至否定，从而导致了刚愎自用、为所欲为以
及与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社会思潮的产生，君子是人们期盼达到的一种道德境
界，小人是人们深恶痛绝的负面形象。从这点来看，朱熹理学与孔孟以来的儒家思想并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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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太大的差异。胡适认为:“君子是一种模范的人格。”瑒瑡朱熹和他的门人就这种君子小人的分
野展开了激烈地争论，据《朱子语类》记载:
林闻一问:“‘度量褊浅，规模卑狭’，只是一意否?”曰:“某当时下此两句，便是有
意。”因会坐间朋友各说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浅’，言容纳不得也。管仲志于功利，功
利粗成，心已满足，此便器小处。盖不是从反身修德上做来，故规模卑狭，奢而犯礼，器小
可知。器大，则自知礼矣。”时举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诸侯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
义，杀一不辜’底事，更大于此。此所以为小也。”瑒瑢
在这里，朱熹对公私作了很好的区分，并与王霸义利很好地联系起来，上升到治国平天下
的高度，这难道不是仁的一种集中体现吗?朱熹提出公私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了那
个时代的思想特色，这被当代学者李承贵形象地称之为“公私关系的对峙”。李承贵指出:“宋
明时期，‘公’为天理，‘私’为人欲，公私关系十分紧张。”瑒瑣对于这种公私存在水火不相容的情
况，也充分体现了朱熹对二程公私观的消化与吸收。二程说:“夫民，合而听之则圣，散而听之
则愚。合而听之 ，则大同之中，有个秉彝在前，是是非非，无不当理，故圣。散而听之，则各任
私意，是非颠倒，故愚。盖公义在，私欲必不能胜也。”瑒瑤朱熹的公私观回应了南宋王朝所面临
的基本道德价值的艰难选择。自古以来，思想家们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公私内涵的探索。明
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对古代公私观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
而后私也。‘言私其《豕从》，献《豕开》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
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
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瑒瑥顾炎武针对先公后私和先
私后公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价值观进行了分析比较，直面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指出了
其产生的原因。曹端从正人先正己和以身作则的思维角度对公进行阐释，他说:“人能无私，
方能率人以无私，所谓有善丁己而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而后州以正人之恶也。”瑒瑦黄宗羲
则对封建专制私天下与家天下的罪恶本质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行追根溯源，他说:“有生之初，
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
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瑒瑧这里，黄宗羲对封建帝王
自私自利的家天下的罪恶本质予以最猛烈的抨击，这种抨击达到巅峰，指出制度本身存在的弊
端，具有思想启蒙的重大理论意义，其针对性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他基于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
日趋走向没落所做的一种深刻反思与总结，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公私观和民主思想。
三、仁与公正
从朱熹仁学视域中来阐述仁与公正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化朱熹公正思想的认识必定会带
来不少有益的启示 ，能够揭示朱熹哲学思想多元性与系统性，能够延伸与拓展朱熹哲学思想
的丰富内涵，能够对当代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很想知道在朱熹及其门人心目中，公正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需要从朱熹原始文本
中找到答案。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和萧景昭曾就公正的含义展开讨论:
萧景昭说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如何?”答云:“只是好恶当
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着个‘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会得，故以‘无私心’解
‘公’字，‘好恶当于理’解‘正’字。有人好恶当于理，而未必无私心;有人无私心，而好恶
又未必皆当于理。惟仁者既无私心，而好恶又皆当于理也。”瑒瑨
萧景昭认为，公正就是好恶当理，朱熹显然不满意这种解释，他说:“公者心之平也，正者
212212
《东南学术》2016 年第 3 期
理之得也，一言之中体用备矣。”瑒瑩陆九渊认为:“不曾过得私意一关，终难入德。未能入德，则
典则法度何以知之?”瑓瑠除了阐明私欲是通往道德之路的一个巨大障碍的这层意思外，他还强
调如果没有入德，就无法知道典则法度。黄宗羲说过:“以公言之，父母兄弟之间，或不免于形
骸之隔，甚则至于好货财私妻子，则至近且不能公，而況能扩其民胞物与之心乎?”瑓瑡这与朱熹
所理解的公极为相似。朱熹以评判仁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没有私心，二是“好恶当于理”。
其实这种评判标准仍然没有跳出“存理灭欲”的范畴。天理论是朱熹唯一的价值标准，具有绝
对性，这也带来不少消极影响，特别是忽视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哲学之所以没有开出
现代科学与民主，与朱熹哲学思想长期主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意识形态是有很大关系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对孔孟以来直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一种最为有力的回应，五四新文化
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其进步性与启蒙性是前所未有的，从此
以后，中国思想界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正的含义，有必要对“正”加以诠释。《说文解字》中把正注释为:“是
也。从止，一以止。凡正之属皆从正。”瑓瑢这种解释更多是从字义上去加以理解，而缺乏义理
的深度。相较而言，朱熹对公和正的解释则是从义理上展开。据《朱子语类》记载:
问“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曰:“今人多连看‘公正’二
字，其实公自是公，正自是正，这两个字相少不得。公是心里公，正是好恶得来当理。苟公
而不正，则其好恶必不能皆当乎理;正而不公，则切切然于事物之间求其是，而心却不公。
此两字不可少一。”瑓瑣
朱熹纠正时人对公正的歧解，他认为公正两个字是不能少的，少了任何一个，公正的意思
就不完整，就是断章取义。公就是心理没有丝毫私心杂念，而且好恶能够以理作为依据和遵
循，这种关系犹如鱼水关系。公就是没有私心，正就是好恶能够依照天理的要求。在《四书或
问》中也能找到朱熹类似的表述，他说:“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则虽好恶之不差，而其轻重
浅深之间，必不能无毫发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后能也。”瑓瑤众所周知，朱陆在本体论上是没
有对立的，比如在存理去欲上，他们的基本趋向是一致的。陆九渊说:“为善为公，心之正也。
为恶为私，心之邪也。”瑓瑥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仁者能好恶分明、明辨是非，朱熹强调指出:“程
子之言约而尽。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体用备矣。”瑓瑦朱熹又说:“以仁者
为宅心于大中至正之地，则是仁者之心，初不中正，而大中至正云者，又自为一处，必以此心纳
于彼处而后得为无私也而可乎?”瑓瑧在这段引文中，朱熹提出了有仁爱之心的人，能够明辨是
非、爱憎分明，具有大中至正的仁者境界。在朱熹所处的南宋，科举已经成了猎取功名利禄的
一种手段，蝇营狗苟之徒不乏其人，整个社会信仰缺失，理学呈现出知识化虚伪化的倾向，朱熹
对此深恶痛绝，以舍我其谁的勇气担起力挽狂澜的历史责任，朱熹的公正思想无疑是对治这一
弊病的一剂猛药。
诚然，私欲对于天理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朱熹对“存理灭欲”的理论大力倡导，并通过
讲学、创办书院等形式向广大普通民众传播，一以贯之地在实践中加以贯彻执行，使得这种比
较高雅的理论逐渐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指导他们日常行为的基本价值准则，这无疑是有
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
在举国上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朱熹的公正思想的现实意义仍然不容小觑，它对于激发和培养民众向善的情感，
培育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提供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就当代社会来说，我们要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变，使中国的法制建设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用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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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行为，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确保社会公平正义。诚
如习近平同志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
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瑓瑨
注释:
①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87 页。
②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2 页。
③④(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86 － 487 页。
⑤⑥(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58 页。
⑦瑓瑢(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0、76 页。
⑧⑨⑩瑏瑡瑏瑢瑏瑣瑏瑨瑐瑢瑐瑣瑐瑤(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六，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16、116、116、116、116、116、116、116、
117、117 页。
瑏瑤瑏瑥瑏瑦瑏瑧瑒瑤(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86、105、285、820、310 页。
瑏瑩(元)许衡:《许衡集》，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瑐瑠(明)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 页。
瑐瑡 蔡仁厚:《宋明理学·北宋篇》，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135 页。
瑐瑥(宋)张栻:《南轩先生文集》第十八卷，《张栻集》第二册，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655 页。
瑐瑦瑑瑦瑑瑧(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271、763、763 － 764 页。
瑐瑧(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六册《孟子集注》第十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455 页。
瑐瑨(宋)朱熹:《延和奏劄二》，《朱子全书》第二十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十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
社 2010 年版，第 639 页。
瑐瑩瑒瑣李承贵:《德性源流———中国传统道德转型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5、224 页。
瑑瑠(战国)孟子等:《四书五经》，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1 页。
瑑瑡(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 页。
瑑瑢(宋)朱熹:《论语集注》第二卷，《朱子全书》第六册《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6 页。
瑑瑣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3 页。
瑑瑤瑑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86 页。
瑑瑨瑑瑩瑒瑠(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二十四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83 页。
瑒瑡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86 页。
瑒瑢(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二十五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629 页。
瑒瑥(明)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卷三，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112 － 113 页。
瑒瑦(明)曹端:《曹端集》卷二，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74 页。
瑒瑧(清)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校释》，孙卫华校释，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7 － 8 页。
瑒瑨瑓瑣瑓瑦(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二十六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645 页。
瑒瑩瑓瑤瑓瑧(宋)朱熹:《论语或问》卷四，《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 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76、677、677 页。
瑓瑠瑓瑥(宋)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99、249 页。
瑓瑡(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二，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224 页。
瑓瑨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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